交流与互动：论东亚文化传统的重建 by 李 焯然
交流与互?：???文化??的重建
著者 李 ?然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別冊 =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Supplemental
volume 1
page range 83-88
year 2008-03-31
URL http://hdl.handle.net/10112/3260
83
交流与互动：论东亚文化传统的重建
李　焯　然 *
汉文化圈与东亚文化传统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和壮大的重要资源，文化越是深厚的民族，它的民族性越强 ；相反的，
缺乏文化资源的民族，亦缺乏民族的自信。通过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可以弄清楚文化的根
脉，激发我们发奋向上的信心。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成果，涵盖一个
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文学艺术、宗教思想、民生习尚等，要了解一个
民族的文化的特色，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以中国文化为例，华族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在几千
年漫长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传统，而这个文化传统又通过不断吸收外来的养分，
进一步壮大，并形成了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体系，造就了东亚文明的产生。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他的名著《民族与文化》中曾经说：世界上曾经有许多优秀民族，创造
出许多优秀的文化，但此等民族忽然中途夭折，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仅供历史上继起民族的追慕
效法，袭取利用。如巴比伦、埃及便是。这因为他们仅完成了第一步骤，即由民族来创造文化，
而没有完成第二步骤，即由文化来融凝民族。世界上亦有某等民族，他们不仅能创造出一套优秀
的文化，又能以所创造的文化来融凝此民族，使民族逐步绵延扩展，日益壮大。1）  虽然钱穆所
指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但东亚国家分享着共同的文化传统，他的观点，用来剖释东亚民族
和文化亦无不可。
　　把东亚作为一个文化区域的地理范围2），是根据文化特征在空间上的分布。因为文化的范围
广泛，这里所指的文化区域，是由一种或多种相互有联系的文化特征所形成的“形式文化区”
（Formal Culture Region），并非受政治、经济或社会功能影响而形成的“功能文化区”
（Functional Culture Region）。3）　过去学术界有把东亚文化区根据其不同特色加以界定，如以
使用汉字的国家作为范围的 “汉字文化圈”4）、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为范围的“儒家文化
 ＊ シンガポール国立大学副教授
 1）钱穆《民族与文化》（台北：三民书局，1960），页 1 。
 2） 有关文化区的讨论，可参考Terry Jordon, The Human Mosaic—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 Harper & Row, 1990.
 3）参考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页 4 。
 4）参考沟口雄三、富永健一等编《汉字文化圈の历史と未来》（东京：大修馆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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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以使用筷子的民族为类别的“筷子文化圈”，甚至以妈祖信仰流播地区为分类的“妈祖文化
圈”5） 。比较普遍及广范使用的是“汉文化圈”或“中华文化圈”的划分。“文化圈”所指的文
化地域，也有稱作文化帶的。它实际可以看作是人类生活环境、生活樣式的共同场合、地帶、区
域。文化圈的形成同時又表示着一個历史的过程，表示着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持续过程。6） 
北京大学陈玉龙等在分析“汉文化圈”的观念時指出，汉文化以汉字為載体、以汉族為主体，至
於成爲文化圈，他說：
如果以语言来划分，古代亚洲曾经存在着三大文化圈，即：以阿拉伯文为中心的西亚文化
圈；以梵文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以汉文为中心的东亚及东北亚文化圈，亦即“汉文化圈”。
“汉文化圈”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中国东临沧海，北连大漠，西为喜马拉
雅山、帕米尔高原所阻，这就很自然地促成其文化走向为向东、向东北、向东南流。文化
交流的走向往往是由高处向低处流，由实处向虚处流，其势有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
御。有人把汉文化的传播比作“水银泻地”倒是很确切的比喻，也可以说汉文化就像磁石
那样对远近各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7）
因为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也是传播汉文化的重要媒介，所以汉文化和汉字文化是分不开的。在
亚洲，汉字文化圈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历史又绵延不断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内，以华夏文化为
中心，创造了东亚地区辉煌的文明。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条件，汉字随着汉文化东传朝鲜、日
本，南被越南、东南亚，形成汉字文化圈，亦即广义的汉文化圈。东亚国家韩国、日本、越南虽
然现在都有自己的文字，但不难看出，三国的文字都来自同一个渊源——汉字。而且，地理上的
位置、水陆交通的便利，造就了这几国民族的紧密接触和文化交流。朱云影的《中国文化对日韩
越的影响》就用了七百页的篇幅，去介绍中国文化在学术、思想、政治、产业、风俗、宗教等方
面对三国的影响。8）日、韩、越三国与中国比邻而居，或一衣带水，或壤土相接，或山川相连，
其地缘关系，为汉文化圈的构成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所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91年 5 月
3 日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时说：“从历史角度看，日本属于中国文化圈，和中国文化的交
流非常密切。”9） 可见两国文化的不可分割和从属关系。而日、韩、越三国虽然早期全面吸收汉
文化，但又有所创新，大大地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共同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汉文化圈”或“东
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的形成，是經歷了悠久的歷史和迂回的發展脈絡，代表了世界上延續最
久、影響最大、覆蓋面最廣的文化區域。
 5）李焯然〈妈祖文化圈与海外华人的社会和信仰〉，《妈祖研究学报》（吉隆坡）第一辑，2004，页26－32。
 6）參考陳玉龍、楊通方、夏應元、范毓周《漢文化論綱：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1993，頁28。
 7）同上，頁29。
 8）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
 9）见《漢文化論綱 ：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页 5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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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与边缘观念的转移
　　国际间的交往，文化接触是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环节。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频密，是非常
值得去注意的范例。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提出文明冲突理论，
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既非意识形态也非经济，而是以文明为主导，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加
成了热门讨论的课题。10）民族特性与宗教信仰差异所带来的文化现象，是否足以导致文明的矛盾
对立，甚至冲突，是目前研究文化发展和国际关系学者们所最关注的问题。有些人曾对亨廷顿的
说法提出反驳，认为他不适当地夸大了文化冲突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不同文化之间还有共
性、互补性和互渗透融合的一面。11）有些学者更认为人类文明的总的趋势是走向全球化、一体
化。12）究竟是趋向“分歧”还是“聚合”，众说纷纭。
　　这里其实牵涉两种不同的文化理论假设：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分歧假设”(Divergence 
Hypothesis)，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接触虽然越来越多，资讯发达使距离越来越近，但却加深了文
化的对立，甚至带来冲突，并否定了文化及社会将趋于一致的可能性。另一种看法，我们可以称
之为“聚合假设”(Convergence Hypothesis)，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国与国之间
的差异将逐渐缩减，文化的差异亦日见减少，终至消失。东亚文化传统是东亚各民族在从古到今
的漫长历史发展中，用无尽的魄力和血汗，以不息的生命智慧，所共同创造和维持的。每个民族
都有构成本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传统文化相契
合的价值系统。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东亚各国的文化是否会日见分歧，抑或趋于一致？东亚文
化圈是否会日渐瓦解，抑或更为紧密？
　　过去东亚文化圈的形成，是由中心到边缘的方式扩散。中国古代的华夏与四夷观念，对早期
的民族往来和文化交流产生一定的阻力。《春秋》所謂“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13），
及其“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14）的观念，显示出华夷、中外之间有一定的界限。内
10）亨廷顿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
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 
见余国良译〈文明的冲突？〉，《二十一世纪》总19期(1993.10)，页 5。原文见Foreign Aﬀ airs, 1993。关
于其“文明冲突论”的批评，可参考成中英〈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文化评论》一
卷一期(1994年 6 月)，页13-29 ；金观涛〈西方中心论的破灭——评全球文化冲突论〉，刘小枫〈利益重于
文化〉，《二十一世纪》总19期 (1993年10月)，页22-35 ；冯天瑜〈文明冲突论辨析〉，见冯著《人文论衡》（武
汉：武汉出版社，1997），页612-621。
11）羊涤生〈中西文化冲突论与21世纪儒学—兼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集刊》 第
1辑，1995，页49-56。
12） 有关这方面的意见，尚可参考汤一介〈文化的多元共处 ：“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乐黛云、李比雄主编
《文化对话》，第 1 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1998），页 8 －13。
13）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卷18，明汲古阁刊本，成公十五年，页10上。
1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 4 ，明嘉靖间刻本，〈王道〉第六，页 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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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华夷所形成的秩序和尊卑关系，更根深蒂固的成为了中国人天下观的基础。但在中国历史
上，“华夷有别”和“天下一家”却常常是对外政策的矛盾对立。邢义田认为这两种看法在每个
时代皆或隐或现地同时存在着，二者也不一定完全互相排斥。当中国国力丰厚，充满自信的时
代，如汉、唐、明、清之盛世，以天下为一家的理想往往抬头，使中国文化或政治力量有向外扩
张的倾向；当中国国力不振或遭受外来的威胁，如唐安史之乱以后，两宋以及明、清易代之时，
闭关自守，间隔华夷的论调又会转盛。15）汉、唐以后汉文化的向外传播和外来文化的来华，创造
了文化交流和互动的空间，也渐渐改变了中国人的天下观。16）唐太宗不忌传统为诸胡的天可汗、
明朝史家李贽一反传统史学之尊王攘夷立场，称蒙古元朝为“华夷一统”便是明显的例子。虽然
如此，但政治、 文化上的内与外、中心与边缘的观念，仍然难以改变。影响所及，日本在八世纪
设立大学以后，不久就以“中国”自尊，并视大唐与高丽为“外藩”。17）而越南陈朝在抗拒明朝
驻兵安南之际，自称为“中国”、为“华”，斥明为“贼”、 为“夷”。18）但政治上的立场对垒，并
没有影响两国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政府架构、教育制度、礼乐服饰，都
曾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汉文化也往往成为这些国家进行改革的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甦平的
观察说：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在谈到日本现代化取得成功的经验时，
不能不触及日本传统文化问题。日本在古代曾大力学习中国文化、消化中国文化，使之成
为自身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在近代，又大力向西方学习，使西方文化融入日本民族文化
之中。经过“和汉融合”、“和洋融合”的整合，构成了日本的传统文化――杂种文化。19）
作者提及的“杂种文化”是引用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1955年发表〈日本文化的杂种性〉的说法。
杂种文化大抵是从西方hybrid culture观念翻译而来。但“杂种”是指因杂交而产生，带有贬义。
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是由选择性的，翻译为“混合文化”会较为贴切。
　　近代东亚历史的发展使不少学者对东亚的文化传统提出了新的审视。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的
政治运动使传统文化和民间风俗面对极大的挑战。相反，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达也加速了
传统文化的发扬与保存，尤其是在礼俗文化和传统信仰方面。20）所以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文化中
15）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见《中国文化新论 ：永恒的巨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1），页425-478。
16）有关讨论可参考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第一讲：古代中国
的天下观念，页 1 -26。
17）参考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页 6。
18）参考李焯然〈朱子思想与越南儒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2期（2003），453-471。
19）李甦平〈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见张立文、町田三郎编《传统文化与东亚社会》（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1991），页78。
20）有些学者便指出新加坡的重视儒家伦理和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使随着经济发达但人民心灵却空虚而来。可
参考杨宪邦〈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载见张立文、町田三郎编《传统文化与东亚社会》，页4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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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变，边缘可以作为中心。21）地理因素在传统文化圈的意义上，
已经产生了新的诠释，中心扩散的传统观念，也随着文化中心的转移而重新规划，随之而来的，
可能是新的中心，或者不同的中心。李焯然、李杰对华人价值观的比较研究，反映东南亚国家的
华人和中国大陆年青一代，在传统价值观的保留方面有非常大的差异，新加坡的年轻人认为孝
顺、诚信、家庭为最重要的价值观，相对来说，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却视成就、财富、学识为最重
要。22）这些价值取向的差异，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东亚文化的整体性。
文化多元与东亚传统的重建
　　没有年代久远的文化传统是由单一性文化所形成，中国文化也不例外。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
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文化，而儒家文化属于单一性文化。23）但其实儒家文化也不断在面对外来文
化冲击的过程中吸收外来养分，已不能说中国文化只有儒家文化或儒家文化就代表中国文化。从
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外来文化曾经在不同时期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传播。最早传入中国的外
来文化是公元一世纪后传入的印度文化，以佛教为主，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其次是公元六世纪
期间源自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文化的传入，主要是回教。西方文明的传入，则是十七世纪末的
事情。当时西方传教士，如耶稣会的利玛窦等，通过天主教的传入带来了西方的文明。近代的东
西文化接触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的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
　　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因为性质各异，时代不同，其影响及际遇亦不一样。佛教在汉朝时候由
印度传入中国，其先吸收中国文化，以图壮大自己，如用道术来解释佛教，以玄学来解释佛理。
魏晋以后，随着佛经翻译的大量增加，人们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原意有进一步的了解，矛盾和冲突
逐渐产生。24）隋唐是一个过渡时代。一方面儒佛的对垒日见严重，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可谓是
文字冲突的一个高潮。但另一方面，政治的力量又使儒佛的沟通加深，唐代政府举办的三教论难
促进了儒佛道三教的互相了解。在隋唐时期，佛教已有趋向中国化的现象，如当时在中国出现的
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都可说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到宋代，儒家虽然反对佛教，并
21）参考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in Daedalus: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Vol.120, No. 2  (1991), pp. 1 -32.
22）李焯然〈传统价值观与当代华人社会〉，见李鹏程、甘绍平、孙晶等编《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与价值》，阿
登纳基金会系列从书第19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页58-83 ；李杰〈中国员工价值观对组织行为
的影响及对策〉，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学院MBA论文，2001。
23）李甦平〈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页82。
24） 参考汤一介〈从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看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若干问题〉，见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二集《中
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页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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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在思想上取代佛教，但儒家却不断的吸收佛教之所长，甚至有“调和” 的言论25）, 最终使佛
教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主流。金耀基的《从传统到现代》说儒佛由最初的
矛盾冲突，而后竟互相爱慕，最终诞下麟儿，就是宋明理学。他并指出：中国文化与外界文化由
对垒冲突而互相交流、融合，是一大喜剧，是中国文化之一度文艺复兴。26）
　　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就像一口“酱缸”，任何外来文化到了中国都要被“酱”住，
都要走样。27） 其实这是无可厚非的。文化的交流与移植，难免受到本土文化的阻碍，在相互认
识、了解、冲突、吸收后，接受者所接受的大多是综合后的产物。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接受文
化”(Receiving Culture), 它是开放和包容的，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和消化能力，但一种文化传
统要吸收和融合另一种外来文化，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黎锦
熙就曾经以吃饭来比喻中国文化消化印度佛教的情况：“这餐饭整整吃了千年。” 这突显了文化交
流和吸收过程的艰巨和漫长。
　　余英时先生曾经指出文化的整体性是包含在文化的本质中。他说：
由于文化是整体性的，所以一个文化接受另一个文化时便不能不采取使外来的因素与自己
的传统相结合的途径，如果撇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顾，一味地两眼向外面祈求，则结果一
定是失败的。前者可以解释佛教何以终能在中国流行，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后者
则恰恰说明了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化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真实的成就。28）
文化上出现分歧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但东亚文化是否能够“和而不同”，存在差异却不失其整体
性，使彼此间能够互补，重建昔日东亚文化圈的辉煌历史，是文化交涉学很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课
题。
25） 蒋义斌《宋代儒释调和论及排佛论之演进》（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蒋文指出，宋儒的调和论，实即
“同情的了解”儒释，本其“一贯之宗旨” 愿望，欲成一家之言之学者，在为学的态度上平等对待儒释；不
墨守一家之说，进而融合儒、释思想要素之学说。而其调和论又与明代的三教合一不同。主张调和论者，虽
有融合儒、释的雄心，但往往是在某一思想体系为基础，而兼融他家。因此，儒家有调和论，佛家亦有调和
论，这和明代林兆恩等的三教合一有所不同。
26）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谈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对垒与相互交流时说：“中国文化与外界文化之冲突与对垒，
在历史上大规模的只出现过一次，那便是隋唐以后的儒佛的对垒，但那次对垒并不严重，因为中印二国的知
识界都不曾有权利主义与势利主义的气味。印度人并没有用枪炮来推销佛学，中国人也只是出于一种真正爱
慕的心理，而不夹带丝毫势利的眼光。因此，儒佛之冲突与对垒之局面是不严重的，而最后儒佛竟相互恋慕
结，终有一宁馨儿之诞生，此一宁馨儿即是宋明之新儒学或理学。所以，中国文化第一次与外界文化由冲突
与对垒而互相交流，是一大喜剧，是中国文化之一度文艺复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79，页254）。
27）羊涤生〈试论文化的综合与创新〉，载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编《传统文化的综合与创新》（北京 ：教育
科学出版社，1990），页 1 －23。
28）余英时〈论文化整体〉，见余著《文明论衡》（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页118。
